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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匪、士绅与宗族：
晚清民国时期沂沭河流域农村社会秩序的维系与重构

周红冰

（河海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0）

【摘 要】晚清民国时期，沂沭河流域长期遭受战乱，地方政府呈现出一种弱势状态，无力全面管辖控制沂沭河流域的

农村社会。与此同时，沂沭河流域内匪患丛生，土匪势力迅速扩大，直接影响到了农村社会秩序的安定。原有依靠士绅

管辖的农村秩序也濒临瓦解，士绅阶层一方面放弃维护治安的职责，另一方面又转化为劣绅并与土匪势力相勾连。为应

对农村秩序的混乱局面，沂沭河流域的宗族力量逐渐壮大，并依靠宗族武装成为农村抵御土匪侵袭的支柱力量。宗族势

力也成为维持沂沭河流域农村秩序的主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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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dits, Gentry and Clans: Maintenance and Reconstruction of Ru-
ral Social Order of Yishu River Basin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ZHOU Hong-bing

（School of Marxism,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1100）

Abstrac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Yishu River Basin was affected by

wars for a long time,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 showed a weak state, unable to fully control the rural society

in the Yishu River Basin. At the same time, banditry is proliferating in the Yishu River Basin, and the bandit

power is rapidly expanding, which directly affects the stability of the rural social order. The original rural or-

der that relied on the gentry’s jurisdiction was also on the verge of disintegration. On the one hand, the gen-

try gave up the duty of maintaining public order, and on the other hand, it turned into a bad gentry and linked

with the bandit forces.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chaotic situation of rural order, the clan power in the Yishu

River Basin has gradually grown, and relying on clan armed forces has become the mainstay force in resist-

ing the invasion of bandits in the countryside. Clan power has also become the new leader in the manage-

ment of rural order in the Yishu River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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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社会的运作模式中，士绅和宗族一直是历代王朝统治基层社会的主要依靠力量。有学

者就曾提出“皇权不下县”的观点，认为古代皇权无力直接管辖县以下的地方，农村从而长期呈现出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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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状态①。有学者也认为基层的乡村权力结构，虽在名义上受到皇权的统辖，但实际上则呈现出由长

老、宗族、士绅等阶层管理下的“无为”状态②。然而，进入近代后，中国原有的农村秩序发生了很大变

化。例如，晚清民国时期，中国的土匪问题日趋严重。这一时期的土匪活动对于农村秩序的破坏也更为

严重，“其在民国初期的嬗变，无疑给转型期的社会带来更高强度的危害”③。

沂沭河流域位于中国南北地理交界地带，流域面积包含鲁南、苏北部分地区，其自然条件和农业生

产也都有着鲜明的过渡特点。关于近代沂沭河流域的农业与水利情况，学界已经取得了相当多的研究

成果④。不过，对于近代沂沭河流域的农村社会情况，仍有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尤其是晚清民国时

期，沂沭河流域经历了长时间的社会动荡局面，当地的土匪活动也日趋激烈，农村社会的管理与秩序的

维持都发生了很大改变。本文试图从土匪与地方政府、士绅阶层以及宗族势力之间的关系着手，以期了

解近代沂沭河流域农村社会管理秩序上的新变化。

一、弱势地方政府与近代沂沭河流域匪患的盛行

晚清以来，沂沭河流域长时间遭受到战乱的影响，对当地的农村社会秩序造成了极大破坏。例如，

沂沭河流域的海州、宿迁、沭阳等地都曾受到捻军活动的影响，“适捻匪北窜，居民骇散”⑤。同治元年

（1862），捻军突袭沭阳，“捻匪任柱自宿迁犯沭阳，自高流南至沭河四十里，贼骑皆满”⑥。从咸丰八年

（1858）到同治二年（1863），沂沭河下游的邳州境内就成为捻军活动的重要通道，无岁不遭战祸侵袭。尤

其是在同治元年（1862），邳州一年之内数次遭遇捻军过境，“六月捻首任弗得掠邳州”；不足半年后，捻军

再入邳州，“十一月自睢宁找沟至宿迁窑湾西北入邳州、铜山，东境皆被其害”⑦。及至清末民初，沂沭河

流域各州县依然长期遭受战乱的影响。例如，在临沂县，当地战乱频繁，“惟靠沂防，支撑危局”⑧。在莒

县，当地民众为躲避战乱，“居民奔避，络绎于道”⑨。在赣榆县，乱兵与土匪勾结，“海属土匪大炽”⑩。沂

沭河流域出现这种兵祸相连的局面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

因此，受制于长时间战乱的影响，沂沭河流域的各府、州、县地方政府的行政效能及管辖能力均受到

很大制约。此外，战乱也导致了各府、州、县政府赋税征收困难，应由政府维持的各类社会管理能力也逐

渐废弛。例如，在事关农业发展的水利建设上，各州县均无力承担。民国时期临沂县境内的沂河岸堤，

①温铁军：《半个世纪的农村制度变迁》，《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6期。

②费孝通：《乡土中国》（修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6-98页。

③徐树梅：《民初山东土匪的新特点》，《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7期。

④参见王涛：《咸丰四年沂河上游地区的农业景观——以〈沂水桑麻话〉为中心》，《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3期；刘壮壮、樊志民：《基于应灾机制的考察：1730年山东沂沭河流域洪灾》，《农业考古》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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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期；周红冰、王思明：《精耕还是广种:清代沂沭河流域农业集约经营思想的传播困局》，《自然辩证法通讯》2018

年第11期；杨霄、韩昭庆：《沂沭河下游湖群的演变过程与原因分析（1495—1855年）》，《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3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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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民国《重修沭阳县志》卷五《兵劫匪乱》，《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57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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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同治《徐州府志》卷五下《纪事表》，《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61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08页。

⑧民国《临沂县志》卷八《兵防》，《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58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94页。

⑨民国《重修莒志》卷二《大事纪中》，《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62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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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明迄清，代有兴修，近来损坏日甚，决口日多”①。同时，沭河下游的部分堤岸也毁损严重，“堤堰残破，

河槽浅窄，极不良于行水”②。从沂沭河全流域的整体状况来看，清代前期原有的水利设施大多任其损

坏，“民力艰难，迄未继筑”③。地方政府财政上的难以为继，也使得地方政府对于辖区的控制力度更加衰

落。根据民国《赣榆县续志》的记载，晚清以来沂沭河下游的赣榆县受困于财力不足，无力维系足额兵

警，从而导致地方控制能力的衰弱：

“……平时缉捕皆仰盐防营为助，县城守外，委所余之兵，仅备傔从而已。其分地驻防，巡

警既托空言，势不得不悉仰雇役，而财力既绌，难资守御……”④

而在沂沭河上游的莒县，当地政府的各级行政单位对于农村社会的管理能力也几近于无，“如户籍、

土地、道路、财政实业、普及教育、改良风俗等，未及实施于农村也”⑤。不仅如此，政府对农村社会控制力

度的下降，也使得地方官员的委派成为一件难事。在临沂县，政府委派的基层官吏竟面临无人可用的境

地，“于是忠厚之士不肯为、不愿为，亦且不敢为”⑥。在沂水县，委任乡长成为一件难事，以致当地有民谣

称，“可怜乡长做事难，每人借给10元钱”⑦。受困于军事、经济力量的不足，晚清民国时期沂沭河流域的

各州县政府无不以弱势形态存在。这也导致晚清民国时期沂沭河流域的地方政府在较长的时间内只能

维持县城及中心城镇的社会秩序，对于广大农村的管理往往鞭长莫及。在这种局面下，沂沭河流域的匪

患也呈现愈演愈烈的状态。

晚清民国时期，沂沭河流域的匪患严重，远超前代，“究其历时之久、受害之烈，未有如咸丰、同治间

土匪之乱者也”⑧。并且，沂沭河流域的匪患还呈现出土匪活动区域的扩大化。据光绪《费县志》记载，当

时沂沭河流域的土匪活动遍及整个上中游山地和下游平原地区，“邳州、宿迁、海州、沭阳，山东兰山、郯

城、滕、峄等邑，幅匪千百为群，次第蠹起，夺攘矫虔，吏不能制，邑中桀黠闻风相效，劫焚虏掠，逼索货

财”⑨。至民国时期，沂沭河流域土匪势力进一步发展，大股土匪甚至人数过万，装备精良。沂沭河上中

游各县地方政府无力进行抵抗。例如，民国十七年（1928），土匪刘桂堂分兵数路侵扰莒县、日照、沂水等

县。各县政府无力应对，只好满足刘桂堂的勒索条件：

“……（刘桂堂）到莒后勒索给养日需白面万斤、马干柴草，不计其数……其在日照者，则向

当局苛索银洋十五万圆，谅日照蕞尔一邑，当无余力应此巨款，结果亦恐不免饱掠一番。至于

沂水事先闭城自守，刘匪曾进攻一次，被民团击退，但民众武力薄弱，枪支缺乏，不能持久。一

旦战败，则沂水之惨祸将更甚于莒县、日照……”⑩

近代沂沭河流域匪患的加剧，其主要原因有三。首先，沂沭河流域地方政府对地方社会的控制能力

大幅度衰落，地方政府的弱势使得当地的土匪难以得到管控和遏制。诸如费县、沂水等山区面积广大的

县区，土匪分布广泛，地方政府兵力稀少则只能困守孤城，非但不能剿匪，反而要提防土匪的侵扰。例

①民国《临沂县志》卷二《山川》，《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58册，第20页。

②武同举：《江苏淮北水道变迁史》，引自武同举：《两轩剩语》，民国十六年（1927年）编印。

③《沭河上游实测图说》，《中国水利志丛刊》第37册，广陵书社，2006年，第44页。

④民国《赣榆县续志》卷二《武备》，《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65册，第701页。

⑤民国《重修莒志》卷三十七《地方自治》，《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62册，第292页。

⑥民国《续修临沂县志》卷六《政务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58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256页。

⑦张之栋：《一九三五年前后沂水县的区划及乡级政务情况》，引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沂水县委员会文史

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沂水文史资料》第7辑，1992年，第91页。

⑧光绪《费县志》卷八《兵事纪略》，《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57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213页。

⑨光绪《费县志》卷八《兵事纪略》，《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57册，第213页。

⑩《鲁南股匪声势浩大：刘黑七窜扰日照等县，绑掠女票多至七八百，沂水各县匪军逾万人》，《兴华》1928年第3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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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晚清时期费县县城就屡次受到土匪侵扰，“立尖固山，寨在城南十五里，地势险峻，匪首张九仔夺而踞

之，屡次纠党攻扑县城，虽皆被击退而城中不得安枕”①。在临沂县，除去县城外，无可避土匪之地，“全县糜

烂，来城避难者，多露宿檐下”②。在莒县，面对土匪侵扰，甚至于白天关闭城门，“匪患方殷，严城昼闭”③。

在沂沭河下游的赣榆、沭阳等地，地方政府控制无力，甚至出现了县城沦陷于土匪的情景，“匪陷县城”④。

其次，近代沂沭河流域盛行各类会道门组织，如大刀会、红枪会等组织也成为滋生土匪的沃壤。地

方政府无力剿灭或遏制土匪势力，沂沭河流域的大量农民被迫参加大刀会等会道门的组织以达到抵御

土匪的目的，“无钱无势而又不愿铤而走险的贫苦农民，就只有借助于封建迷信团体以自卫”⑤。不过，随

着大刀会、红枪会等封建组织势力的持续扩大和参加人数的快速增加，参加人员鱼龙混杂，其中既包括

普通农民，也包括部分士绅地主，甚至土匪势力，“山东民众因为防止匪患，遂有红枪会，天门会、黄纱会、

大刀会等的组织，但组织起来后往往走入歧途，渐渐地转移其目的”⑥。因此，大刀会、红枪会等甚至也成

为“匪患”的一部分，乃至时人认为，“各地土劣勾结刀匪，殃民祸国，流毒无穷”⑦。所以，民国时期山东、

江苏等地民众也多将大刀会、红枪会等组织称作“会匪”或“刀匪”。

最后，晚清民国时期沂沭河下游地区兵乱和水旱灾害不断，贫苦农民极易因为生活原因加入土匪行

列，“他们之当土匪，完全由于环境的逼迫使然”⑧。尤其是在战乱年间，一旦遭遇水旱灾害侵袭，当地民

众就会迫于生存压力，迅速转化为土匪势力，即“因受饥寒所迫，一般青壮，铤而走险，涉足绿林，沦为土

匪”⑨。同时，军阀部队吸纳的农民也成为当地土匪的潜在来源，“这些流散的农民军人由于在军队的生

活中获得了杀意与掠夺心理, 而且更能获得军用枪械，因而很容易变为土匪”⑩。

沂沭河流域匪患的持续加剧使得当地的农村社会秩序受到极大的挑战。到20世纪30年代初，沂沭河

上中游地区的匪患依然十分严重，“架票勒赎，奸淫焚掠，几乎各县无一幸免”􀃊􀁉􀁓。尤其是在匪患持续长、分

布广的沂沭河下游地区，当地的农村社会遭到严重破坏。在徐州等地，土匪与乱兵相勾结，“焚劫掳掠，乡

里成墟”􀃊􀁉􀁔。在沭阳县，“土匪踵起，民相仇者，乐贼之至，潜与勾结而快其报复，四乡筑圩寨为坚壁清野计，

遍地骚然矣”􀃊􀁉􀁕。正因如此，沂沭河流域内以绅民关系为核心的农村社会秩序逐渐开始走向瓦解与崩溃。

二、劣绅与纵匪：近代沂沭河流域士绅阶层社会管理职能的转变

明清时期，沂沭河流域的农村社会结构和群体阶层构成一直在遵循中国的传统模式，即在农村中以

家庭、宗族为单位，接受官府与士绅等阶层的管辖。这一组织原则符合中国古代社会管理的普遍方式，

①光绪《费县志》卷八《兵事纪略》，《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57册，第216页。

②民国《续修临沂县志》卷三《大事记》，《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58册，第238页。

③民国《重修莒志》序《重修莒志序》，《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62册，第1页。

④民国《赣榆县续志附编》卷下，《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65册，第764页。

⑤邵德孚：《我所知道的黄石山惨案》，引自沂水县政协文史研究委员会编：《沂水县文史资料》第3辑，1987年，第185页。

⑥荛汀：《关于铲除山东盗匪之根本计划》，《山东评论》1930年第3期。

⑦《县政府令公安局各市乡行政局取缔土劣勾结刀匪由》，《赣榆县政公报》1929年第3期。

⑧骆美奂：《江苏江北各县的没落——其原因及其救济办法》，《江苏月报》1933年第2期。

⑨宋振华、郑慎：《辛亥革命后的临沂匪情概略》，引自政协山东省临沂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临沂文史

资料》第3辑，1984年，第136页。

⑩阎建宁：《试论匪患战乱与农民离村关系——以民国时期的苏北为例》，《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

第9期。

􀃊􀁉􀁓荛汀：《关于铲锄山东盗匪之根本计划》，《山东评论》1930年第3期。

􀃊􀁉􀁔民国《沛县志》卷二《沿革纪事表》，《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63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2页。

􀃊􀁉􀁕民国《重修沭阳县志》卷五下《兵劫匪乱》，《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57册，第119页。

土匪、士绅与宗族：晚清民国时期沂沭河流域农村社会秩序的维系与重构

-- 133



“以精耕细作的农业、严密组织的家庭生活和官僚化的行政机构为其特征，中国这一逐渐扩展的文明就

赋予整个国家从南到北、自西徂东以一种内在的共性”①。因此，清代前期沂沭河流域的农村社会秩序也

一直维持在相对稳定的状态。不过，随着近代沂沭河流域战乱不断、土匪横行，最终迫使沂沭河流域内

的士绅阶层在社会管理职能上发生了重大转变。

（一）清代前期“庇护—服从”的绅民关系

清代沂沭河流域各地编纂的地方志中就曾记载了很多清代前期流域内士绅与农民保持良好关系的

事例。例如，乾隆《郯城县志》记载，郁纯为庠生郁省己之子，在明末清初的郯城县颇有人望：

“……明季民荒，艰于办赋，纯为代纳者，不可胜数。顺治初，民多草窃，不无梗化。邑侯张

公闻其贤，邀纯同往安抚。纯论以礼仪，劝其各安本业。民皆感泣，如受父母命……”②

该事例就反映了清代前期沂沭河流域内士绅阶层与农民融洽相处的两点基本准则。其一，士绅阶

层有义务在灾荒或者其他困难时期，向农民提供帮助；其二，农民在获得士绅庇护的同时，也需要遵守士

绅为主的社会秩序。

正是出于此种原因，即便在某些特殊时期农民对于士绅的利益造成了些许损坏，当地的士绅也往往

选择漠然处之，以维系这种较为和谐的绅民关系。例如，邳州监生窦良秀家财甚巨，在遭到受灾农民的

欺诈后，大度地选择“视而不见”：

“……乾隆五十年，大饥，发帑赈济，有以赈银籴粮于良秀者，启苞杂以瓦砾，客皆怒。良秀

叹曰：民病如此，而公等察及锱铢乎？立斥客，命后有籴者，勿启苞而与之粮……是时窦善人之

名，流闻徐、淮间……”③

在沂沭河流域的其他地区，士绅也对农民“关照有加”，继而换取农民对其社会领导地位的支持。例

如，沂州人马瓒，“值岁饥，贷贫民粟一百八十石，不取其偿”；兰陵县王臣乐善好施，“雍正八年，设粥赈

饥，每籴粮，必加升”④。海州王家取赈济灾民，“给之薪米，今烟火万家矣，（康熙）十八年，岁饥，家取捐

赈，活人无算”⑤。此外，士绅阶层还会为农民争取减免赋税。莒州太学生张常就在康熙年间屡次向沂州

府奏请减免莒州百姓赋税，“常筹家资，佐州人往返，邀免丁粮一万七千有奇”⑥。

士绅阶层对农民的“庇护”也换回了民众对士绅阶层管理基层社会的支持。乾隆《沂州府志》就记

载，清代莒州地方社会的管理较为简易，“民心驯朴，号为易治”⑦。道光《沂水县志》记载，当地绅民关系

融洽，不存在豪强之类的行径，“游士不入其境，豪强无所容足。故青之属十四，唯沂最称易治旧矣”⑧。

光绪《费县志》记载了当地民众对于地方管理秩序的遵守，“守耕读，急赋税”⑨。由此可见，只要士绅阶层

遵循亲善乡邻的行事原则，农民就乐于服从士绅主导下的基层社会管理，沂沭河流域的社会秩序也就处

于一种较为安定的状态。

此外，沂沭河流域的士绅与农民也在某些领域达成了利益同盟。美国学者史景迁在考察清代沂沭

①［美］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9页。

②乾隆《郯城县志》卷九《人物十》，《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59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85页。

③咸丰《邳州志》卷十五《人物十》，《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63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72页。

④乾隆《沂州府志》卷二十六《人物中》，《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61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302页。

⑤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卷二十四《人物二》，《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64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

419页。

⑥乾隆《沂州府志》卷二十六《人物中》，《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61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302页。

⑦乾隆《沂州府志》卷四《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61册，第69页。

⑧道光《沂水县志》卷二《风俗》，引自沂水县地方史志办公室编：《沂水县清志汇编》，山东省地图出版社，2003年，第

145页。

⑨光绪《费县志》卷一《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57册，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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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域的郯城县土地状况时就指出，握有特权的士绅、地主阶层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大量荫庇农民

的土地。这就为农民逃避官府的赋税提供了可能，“穷人们为了获得有钱家庭可以给他们的在赋税上的

好处和保护自己不受地方官员的欺负，积极地寻求这样的代理关系”①。这种经济利益上的相互捆绑，也

促进了沂沭河流域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固与维持。

（二）近代绅民关系的瓦解与劣绅的出现

然而，随着清末沂沭河流域内战乱规模的加剧，使得士绅“庇护”农民的成本逐步提高。例如，面对

战乱和土匪频发的局面，防御工事的修筑、地方团练的组建、乡民的赈济等使得士绅阶层不得不承担浩

大的费用支出。咸丰年间莒州土匪作乱，贫民加入愈多，士绅管镇只得向参与暴动的土匪，“发廪粟遍给

之，帖然立散”；后捻军入莒州，管镇又组织各地民团，“影鸡山结寨相保”②。士绅王肇基也被乡人推为防

卫兵匪的首脑，“推肇基主其事，肇基破产倡捐”③。

由此可知，在社会局势愈发动荡的情况下，沂沭河流域的士绅阶层为维护旧有的农村社会秩序，不得

不进一步追加财力物力投入。此外，清末民初各路军阀、土匪途径或占据沂沭河流域地区时，为避免军阀、

土匪等纵兵（匪）为祸，士绅阶层也不得不接受其巨额的勒索。例如，民初巨匪刘桂堂祸莒，“刘（桂堂）当面

向张家庄举人张绪昌索借军饷两万银元”④。这种勒索士绅的行径在清末民国时期的沂沭河流域不胜枚举。

因此，沉重的经济负担迫使部分士绅转而放弃履行维持社会秩序的职责；甚至为了确保自身利益，

走向了农民的对立面，成为“劣绅”的代表。需要指出的是，劣绅的出现并不是晚清民国时期的特有现

象，明清时期各地也均有劣绅存在。不过，劣绅规模的扩大化却是晚清以来社会激烈变革下的产物⑤。

沂沭河流域士绅阶层亦在清末民初的社会变革之中，呈现出大面积的士绅“劣化”现象。

清代士绅阶层在面对天灾时，往往向周边农民提供赈济，乃至筹措田亩设立“义田”，从而保证基层社

会秩序的稳定。而到清末民国时期，部分士绅不仅未能给受灾民众提供赈济，反而趁天灾人祸之机，大肆

兼并自耕农土地，造成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例如，为应对赋税征收不利的局面，清末民初沂沭河流域的

很多县区开始实行“包税制”，即地方上的部分税赋额度由士绅阶层承包征收，政府不再直接向农民征收

赋税。这项举措为士绅阶层敛财大开方便之门。沂水县的士绅国瀛等人就依靠包税制度大肆敛财：

“……那时茶庵街士绅国瀛（字庆安）就是承包税收的，他承包了以后，再分包给其他人，一

级一级地往下包，层层剥皮。若是县里招标一万元，他们实际征收十万不止。羊毛出在羊身

上，还是老百姓和小商贩吃亏……”⑥

类似现象在民国时期的沂沭河流域内比比皆是。临沂县士绅吴荫曾见花生油贩卖利润大，遂打起

了通过包税制盘剥贩油农民的主意：

“……这时临沂的大绅士吴荫曾看到贩油的农民商贩，大有油水可捞，他遂向当时的县知

事（相当于现在的县长）吴维清建议，在临沂县境内，设立油榨税的关卡，以增加地方财政的税

收……这次他建议吴知县，当即批准，由他一手承包，收税的多少及征收的手续，皆由他亲手具

体办理。吴荫曾领下了‘临沂县公署’的许可证明后，就在临沂城乡遍设关卡，派他手下亲信的

爪牙，充当税收人员。这些人都是地方上的地痞流氓，无赖之徒，平素是欺压良善，无恶不作，

①［美］史景迁著：《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李壁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第39页。

②民国《重修莒志》卷六十五《耆德上》，《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62册，第595页。

③民国《重修莒志》卷六十五《耆德上》，《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62册，第595页。

④仰止：《刘桂堂祸莒记闻》，引自政协莒县委员会编：《莒县文史资料》第7辑，1991年，第50页。

⑤肖宗志：《清末民初的绅士“劣质化”》，《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⑥张之栋：《略述解放前沂水县的田赋税捐》，引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沂水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

编：《沂水县文史资料》第7辑，1992年，第85-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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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当了税收人员，施更大威风，对于老百姓敲诈勒索，达到极点……”①

通过上述事例可知，清末以来沂沭河流域的士绅阶层出现了思想理念和行事风格上的巨大转变。

以往和谐的绅民关系不再为士绅阶层所看重，获取最大化的经济利益反倒成为士绅阶层的行事准则。

在这种情况下，农民自然也不会再遵守士绅所提出的农村社会的管理规则。尽管士绅阶层仍掌握

了大量的财富和基层行政权力，但其权威扫地，绅民之间长期维持的“庇护—服从”关系也荡然无存。亦

有学者考证，晚清民国时期淮北部分地区（包括沂沭河下游的部分县区）的民间社会，甚至开始流行仇富

心理，对于土匪劫掠的大户人家抱有幸灾乐祸的心态②。这其中就反映了当时底层民众对于大户、富人

获取“不义之财”的极端厌恶。由此，恶化的绅民关系不仅不能再维系农村社会的管理秩序，反而极易成

为社会动荡的重大诱因。民国《续修临沂县志》中记载，沂沭河流域基层社会的管理秩序在清末已经出

现了重大变化，士绅阶层逐渐放弃了在农村社会的管理职能，劣绅大行其道，“其初固皆公正绅耆也，其

后官吏日加奴视，正人不屑为，渐以无赖充数，乡里不齿”③。这也正体现了近代沂沭河流域士绅阶层地

位下降的真实状态。

（三）土匪对士绅的打击与士绅地主阶层的“纵匪”

清代前期，沂沭河上中游地区的士绅地主与农民形成了密切的“庇护—服从”关系。因此，广大农村

地区的治安、剿匪事宜主要由士绅地主阶层领导的地方武装负责。及至晚清时期，士绅与农民之间的固

有关系出现瓦解，士绅地主建立地方武装力量的计划变得日益困难，这就导致了当地社会对土匪势力的

扩张缺少了重要的牵制力量。以光绪《费县志》中的记载为例，咸丰年间为防范太平军北上，费县士绅阶

层曾试图组建团练，维护地方治安，即遭到农民的普遍抵制：

“……先是粤匪猖獗，金陵失陷，户部员外丁守存奉檄来沂，倡办团练。承平日久，民不知

兵，一闻其事，相顾骇然，邑绅虽多方谆劝，乡愚无知，佥谓将发人为兵，南赴江防，舌敝唇焦，终

难理喻……”④

并且，晚清民国时期的沂沭河上中游地区土匪，为了扩大其影响力，一直将打击士绅地主武装作为

重要目标，“匪党日盛，劫掠良民，勒取赎金，盈千累万，睚眦之怨，辄肆杀戮，凡充团长之家，多被其

害”⑤。例如，在沭阳县士绅吴守约率众抵抗土匪，惨遭杀害，“以众寡不敌，父子均死之”⑥；在临沂县，保

民团团正董炳文在抵御土匪的过程中，“率团进剿遇害”⑦。民国巨匪刘桂堂（即刘黑七）在鲁南地方盘踞

时就将士绅地主作为搜刮对象，“如他曾把张家围子地主张胖子以开会为名邀到莒县，实为架票”⑧。此

外，很多土匪提出了“劫富济贫”的主张，这对于分化瓦解士绅地主阶层与农民之间的联系也起到了重大

作用。刘桂堂就曾提出“杀富济贫”和“一牛一驴种庄田”等口号，“不少农民也因生活所迫投了刘部”⑨。

因此，沂沭河流域部分地区，大量士绅为躲避土匪侵扰而出现逃亡现象，“土匪紧逼，士绅移家远避”⑩。

①奠邑：《琅琊旧事新谈之一——农民抗税风潮纪实》，引自政协山东省临沂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临沂

文史资料》第2辑，1982年，第124-125页。

②参见马俊亚：《被牺牲的“局部”：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研究（1680-1949）》，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31-335页。

③民国《续修临沂县志》卷六《政务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58册，第256页。

④光绪《费县志》卷八《兵事纪略》，《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57册，第213页。

⑤光绪《费县志》卷八《兵事纪略》，《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57册，第214页。

⑥民国《重修沭阳县志》卷五下《兵劫匪乱》，《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57册，第114页。

⑦民国《续修临沂县志》卷十一《防卫》，《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58册，第289页。

⑧庄虔玉：《杨虎城痛击驻大店顽匪刘黑七经过》，引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莒南县文史委员会编：《莒南文

史资料》第1辑，1989年，第19页。

⑨李以荣：《简述刘桂堂的发迹史》，引自政协费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费县文史资料》第2辑，1987年，第5页。

⑩赵邦彦：《淮阴县水利报告书》，1917年，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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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原本对土匪势力扩张形成制约的士绅地主阶层，只得依赖地方政府的庇护才能避免土匪

的侵扰。例如，土匪刘桂堂率部占据莒南时，当地的士绅无力抵抗，只能向地方政府求援，“据传大店地

主庄陔兰翰林当时正在家中，就曾派人去临沂与杨虎城联系，报告了刘黑七部队驻大店的布防情况，并

要求尽快攻打”①。

然而，弱势的地方政府根本无力全面剿匪，转而对土匪势力采取妥协策略。例如，民国赣榆县长王

佐良就与境内的土匪达成了妥协，“有个暗里规定，不准在赣榆县作案、抢劫和绑架地主，在外县作案他

不管不问”②。在沂沭河下游的海州所属各县，民众遭遇土匪袭击，只要不主动报官，官府也多漠然视之，

“也乐得装痴作聋，不去追究，图个安逸”③。因此，沂沭河部分地区的劣绅地主也开始纵容土匪的发展，

将土匪作为自身扩充实力的挡箭牌。甚至在某些地区，有士绅地主直接转化为土匪的现象。曾活跃于

沂沭河流域的巨匪孙美瑶就出身于士绅家庭，“为当地之绅董，因受土匪及官兵两方之压迫，遂铤而走

险”④。在这种情况下，土匪的存在为劣绅地主阶层扩张私人武装提供了“合法性”外衣。同时，沂沭河下

游地区单股土匪规模较小，易于地方豪强的掌控。因此，很多大地主甚至豢养土匪，为此不惜“卖法纵

匪，贿赂官府”⑤。这种情况也成为当时沂沭河下游地区的普遍现象：

“……海属各县有一种普遍的现象，可以四个字以蔽之曰：匪多民穷；虽说也有大地主和土

豪是有钱的，但到底是少数。而且这大地主与土豪是与民众站在绝对相反的地位，他们以剥削

民众来增高个人享乐独占的程度为目的，任凭老百姓穷苦至无衣无食，与他们并不相干。再者

老百姓越穷，他们才越有办法。亦正为地方土匪多，他们才有扩充保卫团的机会，用以耀武扬

威，光辉个人的门楣……”⑥

如此“纵匪”，使得沂沭河部分地区的士绅地主阶层的“劣绅化”趋势愈发明显。沂沭河下游地区的

地主士绅阶层“挟匪自重”，致使农村各阶层矛盾激化。例如，士绅地主阶层以治安为由，大幅度提高佃

农的租税，“他们以地方自治、维护地方权益之名，肆意剥夺平民利益，聚敛巨额资产”⑦。并且，残酷的剥

削使得当地农民的日常耕作所得根本不足以维持其正常生计，“受地主重租重利盘剥致衣食不周”⑧。很

多地区的佃农租税占到了农民总收入的一半以上，“其收入既大半归之地主”⑨。在沂沭河下游各县，地

主对农民的剥削日甚一日，田租收取比例大大超过了农民的承受能力，部分地区竟然存在地主与佃农七

三分成的现象，“若果以此高度之田租与江北农田生产力之薄弱相对比，则江北农民困疲状况可以毕

露”⑩。类似的情况在沂沭河下游各县普遍存在。在邳县，“农民苦于奸商与地主之涉及剥削”􀃊􀁉􀁓；在灌云，

“（农民）受地主重租重利剥削，致衣食不周”􀃊􀁉􀁔。此举又进一步加剧了沂沭河地区的匪患，“海州之民贫如

①庄虔玉：《杨虎城痛击驻大店顽匪刘黑七经过》，引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莒南县文史委员会编：《莒南文

史资料》第1辑，1989年，第21页。

②郑础九：《王佐良统治赣榆十六年》，引自政协赣榆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赣榆文史资料》第1辑，1984年，第

60-61页。

③黑人：《匪多民穷话海州》，《新人周刊》1935年第45期。

④白眉初：民国《山东省志》（抄本）卷一《总说·临城劫车始末记》，1925年，第36页。

⑤《杂述：批示一束：批沭阳马刘氏》，《江苏省政府公报》1929年第165期。

⑥黑人：《匪多民穷话海州》，《新人周刊》1935年第45期。

⑦马俊亚：《近代淮北粮食短缺与强势群体的社会控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⑧《苏省农村经济调查：灌云县农村经济调查》，《苏声月刊》1933年第2期。

⑨陈汝剑：《淮北农业现状》，《淮农校刊》1930年第2期。

⑩吴寿彭：《逗留于农村经济时代的徐海各属（续）》，《东方杂志》1930年第7期。

􀃊􀁉􀁓《苏省农村经济调查：邳县农村经济调查》，《苏声月刊》1933年第2期。

􀃊􀁉􀁔《苏省农村经济调查：灌云县农村经济调查》，《苏声月刊》193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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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商务不兴，农业失收，激而为匪”①。这种农民被迫转化为土匪的恶性循环也使得民国时期沂沭河流

域的农村社会长期处于动荡不安的局势下。

三、御匪的主力：宗族力量的强化与农村社会秩序的重构

19世纪末20世纪初，华北很多地区都出现了宗族势力壮大的现象。例如，基层保甲为宗族所控制，

宗族组织更加“正统化”“官方化”，“宗族领袖利用官府赋予保甲组织的权力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其对村庄

的控制”②。传统观点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族观主要在江南、华南等地区流行，宗族组织也以中国南

方地区最为发达，中国北方地区的宗族力量则较为薄弱。不过，这种观点目前已有诸多学者质疑③。有

学者通过分析近代山东地区的村社人员构成，认为近代山东乃至华北地区的宗族力量保持了相当大的

势力，“近代山东大部分村落家族虽无大面积的族田，但这并不妨碍村落社区中宗族势力的膨胀”④。

其中，近代沂沭河流域（尤其是上中游地区）的宗族势力就出现了大规模的扩张迹象，乃至成为维持

农村社会秩序新的主导力量之一。尤其是近代沂沭河流域的农村地区赖以维系的绅民之间“庇护—服

从”原则，已经渐趋瓦解。沂沭河流域地方政府又无力深入到农村的具体管理中，土匪对于农村和农民

的迫害程度逐渐加深。为了抵御土匪侵扰，沂沭河流域部分地区的农民甚至不得不大量购置枪支用以

自卫。在沭阳等地，农民下田耕作也需自带武器，“背了枪种地”⑤。在海州等地，“便是穷人家，宁可卖了

田，赊了账，非置备枪械不可”⑥。基于这种情况，沂沭河流域开始出现农村宗族势力的扩张。宗族最终

取代士绅阶层，成为农村管理与阶层维系的主要支撑力量。

（一）清代沂沭河流域宗族力量的壮大

经历清初百余年的逐步发展，沂沭河流域人口数量快速增长，很多地区形成了以单独姓氏为主体的

聚落村庄。最迟到乾隆年间，沂沭河流域很多地区的宗族规模逐渐壮大，形成了一批新兴的宗族力量。

例如，莒州的程氏家族就是典型的南方宗族式大家庭。嘉庆《莒州志》中记载，程氏家族奉行不分家、聚

族而居的原则：

“……柘石程氏，同堂兄弟八人，友爱最笃。六世同居，宗族至百余口，其最贤者程迈、程

超。迈总理家政，一堂之上，雍雍如也。后迈又效范公义田法，除地百余亩为学舍，其最盛时游

泮宫者十余人。迈卒，超任之；超卒，迈之孙优廪程世法任之……”⑦

光绪《费县志》中记载了费县庠生吴雍裔与其宗族的关系，也体现了当时费县境内的宗族势力的发展：

“……叔父与兄之丧，皆己任之置祭田奉蒸，尝又曰：吾宗族贫，惟吾稍裕，若听之饥寒而不

知恤死，后何颜见先人！周之，又恐不继，乃割己产四百余亩分与族人。其买之族人者，悉焚券

还之……”⑧

从清代中期开始，随着沂沭河流域宗族规模的扩大化，地方志中关于“兄友弟恭”“亲睦宗族”的记载

也大幅度增加。费县胡姓家族的胡克九，“招兄弟同居，建家祠，置义田”⑨。莒州滕姓家族的滕怀仁，“尤

①雷生：《江苏省道之勃兴》，《申报》1923年12月8日。

②［美］杜赞奇著：《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94页。

③常建华：《近世山东莒地宗族探略——以民国〈重修莒志·民社志·氏族〉为中心》，《安徽史学》2014年第1期。

④张佩国：《地权分配·农家经济·村落社区——1900—1945年的山东农村》，齐鲁书社，2000年，第189页。

⑤吴寿彭：《逗留于农村经济时代的徐海各属（续）》，《东方杂志》1930年第7期。

⑥黑人：《匪多民穷话海州》，《新人周刊》1935年第45期。

⑦嘉庆《莒州志》卷十《人物下》，《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61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530页。

⑧光绪《费县志》卷十一《人物二》，《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57册，第271页。

⑨光绪《费县志》卷十一《人物二》，《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57册，第2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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笃于族谊，族人无力婚嫁者，倾资助之”①。临沂王姓家族的王懋勋，“出私田三十亩作公祭田，载之墓碑，

令族中分支轮流管业，以济贫不能祀者”②；杨姓家族的杨珊，“以弟璟贫，割己产四顷与之”③；杨鹤龄，“弟

梦九出嗣，遗产不裕，鹤龄分田百亩与之”④。这些地方志中的记载皆表明，从清代中期开始，沂沭河流域

的宗族力量明显增强。并且，清代地方志中记载凶年周济灾民最多的群体，由原来的士绅为主导，开始

转变为绅士、宗族共同承担。例如，清末临沂高姓家族经历捻乱，“戚族里党多苦赤贫”，族中的高殿玺召

集宗族，“给田宅，俾得生活”⑤；李姓家族的李殿鏊，“每逢岁歉，尽力周济族亲”⑥。这些周济乡邻、族亲的

举动，都可以视作当时沂沭河流域宗族势力和宗族观念发展的标志。

（二）宗族武装的御匪与农村秩序的重构

晚清民国时期，沂沭河流域长期处于社会动荡的环境中，士绅阶层逐渐无力承担庞大的地方治安成

本，以宗族为单位的地方练勇、民团组织迅速崛起，成为维持社会秩序的支柱力量。此外，由于血缘的缘

故，宗族成员之间的凝聚力、忠诚度也要远高于绅民关系，在抵御土匪过程中的积极性也更强。例如，咸

丰年间，莒县土匪作乱，薛士魁等人就是以家族为单位，协助官府平乱，“公举士魁为总练长，以其子侄副

之”⑦。咸丰四年（1854），莒州再遭匪乱，王景爵组织团练数百人抵抗，其成员就以王氏宗族为骨干，“义

勇王怀宽、王法起、王法贵、王霞、王默”⑧。光绪年间，莒州、日照一带，由李膺昱集合宗族势力编练的乡

勇称为“李氏团练”，“远近知名”⑨。同时，沂沭河流域的宗族势力也修筑了众多圩寨抵御土匪。在临沂

县，傅氏和鲁氏联合修筑土圩，“土匪蜂起，与从堂兄鲁瞻共议筑圩御之”⑩。在费县，宗族王氏也修筑了

圩寨，“咸同见，土匪起，王氏筑圩御寇”􀃊􀁉􀁓。这些宗族式圩寨的修筑，对抵御土匪起到了很好的效果，“适

土匪起，因筑圩练勇以御其乱，乡里赖之”􀃊􀁉􀁔。因此，在清末民初的动乱时期，沂沭河上中游地区的广大农

村地区普遍“纠合族邻”􀃊􀁉􀁕，逐渐形成了聚族自保的格局。

直至20世纪30年代，沂沭河流域上中游地区的宗族势力仍是维护农村治安的重要保障。例如，在

临沂县，土匪刘天增围攻庄家村，当地宗族纠集村民将其部击溃，“村民庄元安等率众击毙之”􀃊􀁉􀁖。民国

《重修莒志》中还曾记载了一场发生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的惨烈战斗，金旺乡乔官庄遭到土匪偷袭，组

织抵抗土匪的主力即是该地的鲁姓宗族：

“……民国二十一年七月二十日夜，突有临沂匪首赵歪头，率伙匪三百余人，潜越圩墙而

入，村长鲁文约警觉，即呼召邻闾壮丁数十人，奋勇抗拒，巷战二小时，卒以众寡不敌，惨毙男女

三十九口，架去男女五十余名，焚烧房屋七十余间，各家财物抢掠一空。计拒匪死伤及被匪戕

杀者：鲁以后、鲁林英、鲁林聪、鲁文行、鲁文约、鲁文祥、鲁天习、鲁从昭、鲁从春、鲁从礼、鲁从

①民国《重修莒志》卷六十五《人物十》，《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62册，第595页。

②民国《续修临沂县志》卷十六《人物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58册，第318页。

③民国《临沂县志》卷一《人物二》，《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58册，第120页。

④民国《续修临沂县志》卷十六《人物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58册，第313页。

⑤民国《续修临沂县志》卷十六《人物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58册，第3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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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鲁以训、鲁绪吉、鲁天池、鲁以春等……”①

通过上述记载可知，在这次与土匪的交战中，乔官庄伤亡的男丁全部为鲁姓后裔。该场战斗虽然失

败，但依然体现了当时沂沭河流域宗族强大的凝聚力。在此次战斗前，崖下村李时玉部与该股土匪交

战，也是以李姓族亲为主力，“纠合族邻李孟海、李家成、李兴爱、李成山、李德祥、李德有、李为树、邵海

等”②。由此可知，与此相类似的聚族武装在沂沭河流域其他地区也大多普遍存在。

由于当地宗族逐渐掌控了农村和偏远乡镇的防务力量，且维持了农村秩序的相对稳定。所以，民国

时期沂沭河流域上中游地区的宗族力量获得了较快发展。根据民国《重修莒志·氏族志》中的记载，截至

1936年前，莒县当地一共有上百个大小宗族，遍布县内全境。有学者通过分析《重修莒志》中记载的宗

族信息，认为莒县的宗族力量到民国时期并未衰落，大量族产、祠堂仍得以保留或扩大，“说明民国时期

宗族在莒地仍有发展”③。

例如，于氏家族庞大，自明初迁徙到莒县后，到民国时期仅前于家庄于氏分支的人口就已经扩展至

三十余村，家谱修订，祠堂、祭田供奉俱全④。莒县汀沟于氏则展现了清末民初家族势力的快速膨胀过

程。根据光绪三十一年（1905），汀沟于氏撰修的族规记载，于氏宗族管理制度严密，已经具备了某种程

度上的地方自治管理能力，与明清时期中国南方地区的大姓宗族近乎无异：

“……（祭祖）各村各支，应按辈次遣代表到祠行礼，如有无故不到者，由族长严加惩责，并

罚具香楮、祭品……（修整祖茔）其有至期不到者，随时纠举，请族长依法惩办。族中如有孤寡、

令仃、贫寒、不能生活者，得由祭田赢余项下，或募诸族中殷实之家，酌量补救，勿使流离失所。

族中如有不肖子弟，暱比匪人，不务正业，又无父兄伯叔管教，或不能管教者，其本支支长、族

众，需禀请族长预加训诲，如不悔悟，即严行责治……”⑤

由此可知，在沂沭河流域的部分农村地区，宗族势力不仅已经接管了地方上的防务，而且还变相成

为农村管理的实际操控者。民国二十三年（1934）编纂的《山东政俗视察记》一书中就记载了沂沭河流域

上中游地区各县庞大的宗族势力。在临沂县，“民俗醇厚，多聚族而居”⑥。在郯城县，“族有族长，族之大

者，或设族谱、或立宗祠，其独户单丁者则无之；家有家长，主持一切家政，卑幼均服从”⑦。在费县，“族有

族长，家有家长，主持一切，卑幼绝对服从”⑧。在莒县，“族有族长，家有家长，掌管一切”⑨。这些由族长

或家长“掌管一切”的描述，也说明了当时沂沭河流域农村宗族势力的强大。

应当承认的是，晚清民国时期沂沭河上中游地区宗族力量的发展，主要源自两方面的因素。首先，

自清代中期开始沂沭河流域的宗族势力不断壮大，并在清末民初依托宗族的防卫力量得以保留，这成为

宗族势力扩展的首要前提。其次，近代以来沂沭河流域地方政府和士绅阶层权威瓦解，控制管辖农村的

能力持续下降，加之匪患横行，宗族组织为抵御土匪侵袭不得不成为维持社会秩序新的支柱力量。这两

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造就了近代沂沭河上中游地区宗族势力的发展与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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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民国《重修莒志》卷四十《氏族上》，《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62册，第3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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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论

从总体上看，沂沭河流域农村社会秩序的变化在近代中国是一种普遍现象。尤其是在山东、江苏等

地，“社会规范新旧更替，国家权威削弱，体制内秩序缺失，社会资源分配失序，人们对社会整合方向迷

失，各种越轨行为遂频频发生”①。地方政府的行政效能与权威逐渐丧失，使得近代沂沭河流域的农村社

会秩序面临瓦解与重构。特别是沂沭河流域的地方政府和士绅阶层力量的衰落，使其对地方的控制力

快速下降，导致无法承担起绥靖地方的职责；部分士绅则迅速退化为劣绅、豪绅，并与土匪势力相勾连，

使得沂沭河流域的农村秩序陷入混乱。沂沭河流域的宗族势力趁势成为维持农村秩序的主要力量。尤

其是在抵御匪患的背景下，沂沭河流域的宗族亦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不过，应当承认的是，近代沂沭河流域农村秩序管理的转变都是建立在地方政府孱弱的管辖能力

上。一旦地方政府能够在农村地区恢复自身权威与管辖能力，农村地区的匪患就会得到相对控制。进

入韩复榘主政山东时期（1930—1937年），沂沭河上中游地区的匪患规模有所减少。这主要是由于韩复

榘倡导的联庄会等民团武装组织日益严密化，成为剿匪的重要依托力量。韩复榘主政山东后，对联庄会

组织进行了大规模改造，并确立了地方政府对于联庄会的绝对控制。根据相关史料记载，此一阶段沂沭

河上中游地区联庄会的组织形式十分周密，“若有大股土匪窜扰，即报县长，调集各区联庄会，以县城守

城警备队为主力，由联庄会配合。县长指挥，相机剿除”②。联庄会组织程序上的严密化使得沂沭河流域

各地方政府拥有了数量众多且易于控制的民间武装，从而具备了剿匪的基本实力。在这种情况下，沂沭

河上中游地区土匪生存的土壤逐渐消失。例如，在临沂等县，土匪几近消亡，“截至一九三六年（民国二

十五年），范氏离任时，临沂的匪患，大体上已逐渐肃清”③。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沂沭河上中游地区

匪患已经大幅度下降，匪患炽盛的局面也得到显著控制。

（责任编辑：李良木）

（上接第129页）

科学的研究以推论为研究目的，在形式上可以是定性的也可以是定量的。科学研究中的推论可以

分为描述性推论与因果推论两种。描述性推论利用观察值来推导难以直接观察到的结论，因果推论通

过观察数据来研究因果效应④。作为描述性推论研究，文本内容分析法以大样本为基础，在追求规约文

本共性的时候，容易忽略规约文本的个性，因此，对规约的文本量化并不能替代以案例研究为代表的质

性研究。下一步，应综合人类学、民族学的多科学知识，将规约中“作为沉默的大多数”的乡民纳入研究

视野中，通过对云南的田野调查，以深化对云南乡规民约演变过程及其逻辑的认知，并以乡规民约为新

的视角，讲好“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中国故事。

（责任编辑：李良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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